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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汤　霞，　宋以丰

（惠州学院 外语系，广东 惠州　５１６００７）

　　摘　要：晚清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央
至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书局体系。政府的全面参与不仅体现在官书局机构的设立、经费
的支持与人员的配置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书籍的审查乃至销售等方面。这种参与既是顺应时
势的实际需要，也是政府维护统治的手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客观上对于促进晚清西学翻译
的繁荣、晚清教育的近代化，乃至整体社会进步有着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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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官书局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官书局所
翻刻的书籍在指导思想与图书结构上表现出前后

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太平天国至甲午战争期
间，官书局对于西方书籍整体上持排斥态度，认为
国家想要振兴，就必须征诸古训，求之微言，担心
一旦西学东渐，势必孔孟之道将废，天地之道将
终。甲午战争以后，面对时势潮流，官书局势难阻
止，逐渐突破经史典籍的范围，改变了此前翻刻图
书的结构，开始以编译书籍为主，更多转向西方实
务类书籍的编译。１９０１年前后，清廷大臣纷纷上
疏，奏请设立译书官局。据考，先后有学部咨议张
謇建议各省设局译书；贵州学政赵惟熙奏请设立
译书总局于京师，各省设分局；管学大臣张百熙奏
请附设译书局于京师大学堂，并于京师、津、沪、
鄂、粤等处开设译局。一时间，各直省督抚相继设
立官办译书局，它们与京师译书机构一道，构成了
由中央至地方较为完备的译书官局体系。

　　一、京师同文馆的西学翻译

（一）同文馆的人员与译书

京师同文馆创设于１８６２年，隶属总理衙门，

既是一个教育机构，用来教习外国语言，培养翻译
人才与外交人才，又是一个译书出版机构。同文
馆的设立，同中英《北京条约》的签署，尤其是其中
第五十款的规定有着直接联系。第五十款规定：
嗣后英国文书但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
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不用配送
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
为正文［１］。
为了培养通晓英语人才，避免外交上落入被

动，清政府不得已成立同文馆，而联系译书则是同
文馆课程中的重要内容。１８７３年，同文馆设立印
书处，这是同文馆译书机构的雏形，主要用来印刷
同文馆的翻译作品，以及总署文件等［２］。也即这
一年，丁韪良“呈请译书”，获清廷许可。由此，译
书正式成为同文馆学生的必修课业［３］。对于同文
馆译书一事，朝廷非常重视。１８８６年，奕劻等上
疏清廷，议请遴选学生派充同文馆纂修，原因是
“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
［４］于是，同文馆学生席淦、汪凤藻与贵荣相继被派
充编纂，负责对译就之书进行删校与润色。据现
有资料看，同文馆中参与译书的师生人数为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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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左右，其中外方人员有丁韪良、欧礼斐、司默灵、
毕利干、海灵敦与费理饬等，中方学生有李善兰、
夏干、席淦、骆三畏、汪凤藻、汪凤仪、德贞、联芳、
庆常、桂荣、长秀、扬枢、习承霖、胡玉麟、玉钟祥、
左庚、贵荣、文祐与熙璋等。此名单尚不包括当时
作为独立建制的翻译处的其他翻译官，如前面提
及的沈铎等人。
在同文馆开设的课程中，有不少涉及实践性

质的翻译训练，如从第二年的“翻译条子”，再到后
来的“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等。
如此规律性的翻译能力实践，既培养了实用型的
翻译人才，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翻译著述。丁韪良
担任总教习之后，同文馆先后译书达二十六种之
多，内容涵盖国际法（《万国公法》）、外交学（《星轺
指掌》）和经济学（《富国策》）等等。据统计，１８６２
至１８９８年间，同文馆共计译书二十九种。而对于
同文馆究竟翻译了多少西学作品，目前尚没有一
致的说法。苏精认为，同文馆共出书三十五种，吉
少甫认为，三十多年间同文馆的译书多达二百多
部，而王建明与王晓霞认为，同文馆译书中，目前
有名可查的译作数量只有三十一种［５－６］。这些作
品后经印书处印制，成为同文馆这一官办译书机
构的重要成果，不仅影响了晚清士绅与普通民众，
也影响了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恭亲王奕訢读
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之后，不仅饬令总理
衙门酌照给银五百两以助刊刻，同时建议将来通
商口岸各给一部，认为其中涉及领事之法。谭嗣
同则说，《万国公法》是“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
《公羊春秋》之律。”［７］

　　（二）同文馆“翻译处”的设立

１８８８年，由于感受到“办理交涉事甚繁，翻译
尤为紧要”，同文馆正式设立翻译处，添设包括英、
俄、法、德、日在内的各语种翻译官，并充补张德
彝、沈铎、马以亮、马廷亮、斌衡与文祐为英文译
员，塔克什讷、巴克他讷、瑞安与庆全为俄文译员，
联涌与世增为法文译员，恩光为德文译员，唐家桢
为日文译员。由此开始，同文馆翻译处便成了独
立的建制，展开译书事业。翻译处的译书以聚珍
版发行，制作精美，质量优良，统一由总理衙门负
责配送，有的直接发给朝廷各处，有的则分送至地
方行省，其阅读者既有朝廷要员，又有地方官员与
开明士绅。然而，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翻译处翻
译的西书，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往往并无既定

规划，虽然经由师生共同努力，译文质量却仍有不
尽如意的地方。如同文馆所译《法国律例》一书，
其在欧洲被视为善本，而毕利干的译本往往不能
达意，而且常有颠倒漏译的情况，甚至意义有悖于
原文［８］。

１９０２年，朝廷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
将其改名为译学馆，既开设外语课程的学习，又负
责审定名词，统一译名，以编纂成书。至此，翻译
处已经走完其短短十四年的人生路。

　　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西学翻译

光绪二十四年，即１８９８年，孙家鼐（时任管学
大臣）上奏朝廷，提议实行教科书的固定制，由朝
廷开设编译局，编订中西学校教科书，“勒为定
本”，“请旨颁行各省学”。他认为，教材的编译与
使用事关重大，必须先由自己审阅，然后进呈御
览，指出只要编译书籍中有“不合体例者”，皆应删
除［９］。当天，光绪皇帝即颁布上谕，表示同意。不
久，京师大学堂即告成立。为了加强管理，光绪皇
帝颁布谕旨，拟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物，同时将
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即上海译书官
局），均著并入大学堂，一并由管学大臣统一管理。
大学堂成立之后，各地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大学堂
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掌管全国教育。如郑宝
谦（时任内阁中书）指出：“今者京师大学为天下倡
学西学、读西书，其肄业各员即为他日天下学堂之
师表，其翻译之者为大学堂所订者即为天下学堂
之读本，苟不慎之于始而严为去取，恐其弊之中于
人心风俗者不可胜穷［１０］。”
庚子事变后，朝廷决心重建京师大学堂，并附

设译书局与编书局，专司编译教科用书，并委任严
复为译书局总纂，予以整体负责。两年之后，即

１９０２年，朝廷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要求“刻下
各项课本尚待编辑，姑就旧本择要节取教课，俟
编、译两局课本编成，即改用局本教授”，规定各地
学堂用书必须遵照京师大学堂编译并奏定的版

本，不得自行编译并颁发教材，即便自行组织编译
教材，也必须“咨送京师大学堂审定，然后准其通
用［１１－１２］。”张百熙指出，今后学堂用书应“请由臣
慎选学问淹通、心术纯正之才，从事编辑，假以岁
月，俾得成书。书成之后，请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堂
应用［１３］。”
由于职责所在，大学堂成立之后特别重视各

地教科书的编译质量，由它编译的书籍必须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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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审定，才能发售全国各地，当作学堂教学之
用。中央要求京师大学堂审定教材，对此地方官
员有不同看法，如张之洞认为朝廷应该允许地方
政府自编教材。尽管如此，大学堂审定教材的定
例依然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西学翻译

（一）翻译馆译书的应时性

１８６５年９月２０日，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于上
海，究其原因，实属自然。制造局的开办得益于
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坚
船利炮与机器制造。为了制造西人机器，务须
了解制造之理。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魏允恭
在《江南制造局记》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
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
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
器，究不明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１４］。”１８６８年，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以下简称“翻译馆”）成
立，“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１５］。”翻译馆
的成立由机器制造的现实需要与紧迫性所催

生。傅兰雅曾说：“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
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
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与名人传等尚未译出。

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与水陆兵勇武备等
事有关，故较他书多讲求。［１６－１７］”同水路兵勇等
武备书与机器制造相比，动、植物学与名人传无
疑没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因此并不急于翻译。
这一点可以看出制造局译书的经世原则与功利

性。同时，也说明制造局译书没有系统性可言，

不会针对所译的书籍进行分类整理，也不会考
虑彼此之间是否配套。

翻译馆译印西学书籍的经费开支，由翻译馆
自身经营经费负担。翻译馆译书在内容选择上采
用的是二级审查的方式，即先由外国译员提出初
步意见，然后再由代表官方的各级政府要员如两
江总督、江苏巡抚与江南制造局总办等，最终定
案［１８］。与同文馆译书处一样，翻译馆的译书也表
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译书人员众多，但整体素质
不高，缺乏各学科的专业人才，译文质量参差不
齐；其次，译员结构不稳定，流动性强，译员要么离
馆传教，要么升迁高就，要么另谋它职。由于很难
有维系长久的合作关系，译书质量进一步受到
影响。

　　（二）曾国藩等人的介入

事实上，就在翻译馆成立之前，制造局内就有
人已经开始翻译西书。如１８６７至１８６８年间，傅
兰雅相继译毕《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
指》与《泰西采煤图说》等。这些译书得到了曾国
藩的支持、认可与赞许。１８６８年６月，翻译馆一
经设立，曾国藩便邀请伟烈亚力、傅兰雅与玛高瑥
等入馆工作。１８６９年，经涂宗瀛奏请，广方言馆
并入制造局，１８９８年又被制造局裁并，但翻译馆
仍旧独立运行，并延聘日本人藤田丰八办理。翻
译馆成立之后，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直接授意下，
先后延聘了大批中外知名学者。据甘作霖回忆，
翻译馆网罗的人才，尤其是各科充当主任一职的
人，都是当时深谙汉学的西方名士。由于得到曾
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翻译馆成为晚清政府历时
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
翻译馆设立之后的二十年间，国内翻译西书

达三百余种。这一数字比利玛窦来华至康熙禁教
之间的二百年所译西书数量只少百余种［１８］。

１９０９年，翻译馆编撰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
共统计出一百六十种译作，内容涵盖极其宽泛。
据说当时的翻译馆明文规定，所翻译的书籍除供
宁沪两地学堂使用外，其余均由制造局图书处统
一发售，以便广为流传。其中许多译书，同文馆与
传教士都有采用，包括上海、厦门与烟台等地的公
学院也有购存。至于其读者，既有官员，也有士
绅，如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都曾购买了不少书籍。
翻译馆的译书印刷上采用上等的连史纸与赛连

纸，质量精良，销售量很大。据传，截至１８７９年
底，翻译馆共计销售译书３２１１１部，共８３４５４册，
平均每种售书２５０部左右［６］。而据熊月之统计，
自１８７１年正式出书开始，至１８８０年为止，翻译馆
总共出书９８种，计２３５册，另有尚未来得及刊行
的译书４５种，计１２４册。如此算来，翻译馆译书
总量应该在１４０部以上。毫无疑问，翻译馆译书
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中
西双方互相了解进行了有益尝试。

　　四、江楚编译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１９０１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与刘坤一
会同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官书局（以下简称“编译书
局”）。不久，编译书局兼管江南官书局。据柳诒
徵《国学书局本末》记载：“江楚编译局者，光绪辛

２５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０卷　



丑，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议兴学堂，先行设局
编译教科书，设局江宁，初名江鄂，后改江楚。以
刘坤一自逊无学，编译之事，取裁之洞。宁任费而
鄂居名，非合数省之财力为之也［１５］。”由此不难看
出，编译书局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编译教材，满足教
学之用。由于刘坤一自谦并无才学，所以交由张
之洞负责书局的运作与管理。至于编译书局的经
费支持，则主要来自两江道府。编译书局设立不
久，张之洞即令罗振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广为
采购新出之书，要求妥加编纂。１９０４年以后，编
译书局编纂的书籍逐渐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其数
量甚至不足所需数量的十分之二。于是，编译书
局改为以专译日本教科书为主，试图改善局面。
由于有日本转译西书的样板，加上书局又网

罗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一批学术精英，协助翻译
日本教科书籍，编译书局刊刻的教材质量得到了
一定保障，此前教学用书严重不足的形势也得到
了一定改善。同上述官办译书局一样，编译书局
编译的教科用书在交给学堂使用之前，照样需要
经过严格的审定程序，“凡译一书成，先由本局译
员调取原本与所译者互相校勘，必与原本无刺谬
失真之处而后由总、分纂删订，总校、帮总校复核
刊发。”由于当时朝廷尚未在中央设立总理学务
处，江楚编译书局编译的教学用书必须呈送京师
大学堂审定。对此，编译书局予以积极配合，希望
经由审定之后能“由大学堂核发推而广之”。事实
上，编译书局编译的教材也确曾被地方省份采用。
如严修在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时，就曾多次咨取编
译书局的审定之本，用作直隶辖地各学堂用书。

１９０７年，编译书局又兼管淮南书局。在此之
际，张之洞再次委派丁季琴赶赴扬州，运送版片与
存书。由于兼管了江南官书局与淮南书局，编译
书局规模随之扩大。如果不是当时已趋没落的封
建体制拖后腿，编译书局或许会有一番大作为。
遗憾的是，由于时任两江总督张人俊的一纸奏张，
编译书局最终遭到裁撤。张人俊在奏折中写道：
查江宁省城向有江楚编译官书局一所，系光绪二
十七年前督臣刘坤一与前广督臣张之洞会同奏

设，专译东西教科书，以备学堂应用。译才匪易，
成书寥寥，糜费鲜功，为时诟病。臣等现与司道商
酌，拟将江楚编译局裁撤，改为江苏通志局。

１９０９年，编译书局遭到裁撤后即改名为江苏
通志局，不久便将先前所存金陵书局、淮南书局与
江楚编译书局的图书及版片一并移交江苏省立国

学图书馆的前身，即江南图书馆。至此，江楚编译
书局走完了其短短八年的人生历程。八年间，江
楚编译书局译印书籍共计七十余部，其中编译新
书约六十部，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五、评价

甲午中日战争后，为了避免外交上落入被动，
清政府成立了同文馆，设立了翻译处，既培养了实
用型的翻译人才，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翻译著述。
印书处一路下来，从丁韪良“呈请译书”，到奕劻奏
设纂修，再到清廷设立独立建制的翻译处，同文馆
作为译书机构不仅逐渐成熟与完备，而且名称的
变化也说明了同文馆的性质正由综合性质的官方

出版机构，日益向专业的译书机构转变。１９０２
年，译学馆的设立同样别具意义，它标志着同文馆
不再是总理衙门的附设机构，而成为相对独立的
京师大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既是晚清政
府对于译书的重视，也是晚清政府对于日益提升
的译书地位的一种认可。
晚清政府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当时最高教育

行政机构，设立译书馆，编订中西学校教科书，力
倡学西学、读西书、洋为中用，特别重视各地教科
书的编译质量，由它编译的书籍必须经过严格审
定，才能发售全国各地，当作学堂教学之用，为当
时培养外文通晓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了为了制造西

人机器，务须了解制造之理，翻译一事，系制造之
根本。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由来已久。翻译馆的
成立由机器制造的现实需要与紧迫性所催生。翻
译馆延聘了大批中外知名学者，由于得到政府要
员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翻译馆成为晚清政府
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
翻译馆设立之后的二十年间，国内翻译西书达三
百余种。译作内容涵盖极其宽泛，在当时广为流
传，极大增进了当时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起到了开
启民智的作用，为“洋为中用”奠定了基础。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楚编译书局的设立

主要是为了编译教材，满足教学之用。政府要员
张之洞负责书局的运作与管理，两江道府予以经
费支持。日本转译西书的样板加上一批学术精英
协助翻译日本教科书籍，编译书局刊刻的教材质
量得到了一定保障，改善了当时教学用书严重不
足的形势。江楚编译书局译印书籍共计七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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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其中编译新书约六十部，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转
型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

制约。晚清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次翻译高潮，这
一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
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
科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
的社会改良；外国小说的翻译不仅向当时的国人
介绍了外国的风情文化，对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
观念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滕梅将 “国家政府或政府机构所提出或制定

的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各种规定性的要求”界定为
翻译政策［１９］。晚清时期各种官书局、译管的设
立，翻译规范的制定都属于翻译政策的范围。黄
立波在２０１２年梳理了晚清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
讨论，探究了该时期翻译政策的特点，认为晚清时
期的翻译政策主要特点之一是以官为主，自上而
下。对翻译政策的讨论大都以政令或奏疏的形式
提出。政策讨论的载体主要以官办机构为主，官
员大都以赞助人的身份来参与翻译政策讨论。晚
清制定翻译政策的主体有个人和翻译机构两类，
前一类如政府官员或有影响力的个人，后一类讨
论通常都是以同文馆、译书公会等官方或社会机
构为载体，其中官办的译馆兼学校起着主要作用，
主要负责翻译西书和翻译人才培养［２０］。
晚清时期学西学，读西书成为顺应时代的潮

流。当时从中央至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书局
体系。晚清政府的参与不仅体现在机构的设立、
经费的支持与人员的配置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书
籍的审查乃至销售等方面。晚清政府对上述官书

局的支持与干预，说明它对于译书事业非常重视，
客观上对于提高译书质量与培养翻译人才也有帮

助。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当
时的翻译有很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虽然后世对
于当时译书质量多有异议，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抹
杀其历史作用。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践方
式，各官书局的译书不在于译文质量的优劣如何，
而在于清廷政府首次以积极与主动的姿态看待中

西文化交流。这种以官方带动民间的方式，对于
晚清西学传播，乃至中国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具
有积极意义。

　　六、结语

京师同文馆等翻译机构的设立，同清末动荡
的社会政治格局关联甚紧。无论是京师同文馆这
样的中央直属译书机构，还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
馆这样的地方官办译书机构，其在创设之初直至
尔后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始终没有远离政治。在
中央与地方官府的支持与干预下，这些译书机构
翻译了大量西方教学用书，以及文、史、经、法等无
所不在其列的其它西学书籍，同时培养了大批通
晓中西语言的饱学之士，不仅促进了近代教育改
革，而且增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为近代中国的社会
转型提供了学术与人才支持。当然，晚清的西学
翻译机构林立，异彩纷呈，以上所述不过是其中之
代表，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其它官办译书机构、兼事
翻译的官书局，乃至民间译书机构照例从事着西
学翻译，它们同政府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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